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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徽州理学史的书写，可以从北宋初年理学思潮甫兴开始。在北宋早期即有徽州学者接触和传播理

学，后期还出现了诸多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闵景芬、江致一、江致虚、朱松、程鼎、滕恺、李缯等

人。他们的言行，谱写了理学在徽州地域化的序章。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有着深刻的学术背

景和特殊的地域因素。它为其后该区域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安理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学

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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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在南宋之后，素称“理学之邦”。朱熹所开创的新安理学流派，对 12 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和学术

思想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徽州方志记载:“自宋元以来，理学阐明，道

系相传，如世次可缀。”②徽州之理学，既有名家辈出的规模，更有传承有绪的学脉。而在考察徽州理学

何以兴起问题时，以往文献记载与学界描述，多以朱熹为源头。明弘治《徽州府志》和清乾隆《绩溪县

志》均谓:“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③《婺源县志》更明确指出: “自唐宋以来，

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

自濯磨以冀闻道。”④以朱熹为徽州理学的首倡者。学界在梳理徽州理学谱系时，一般也多从朱熹说起，

由此导致了有关徽州学术史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徽州理学始于南宋、源自朱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笔

者认为，作为朱子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新安理学”固然源自朱熹，但徽州理学源头在北宋时即已出现。

本文主要考察徽州理学在北宋及两宋之交时的情形，一则正本清源，重塑徽州理学之谱系，二来也是探

求新安理学学派形成的本土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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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 项目编号: 11＆ZD094) 的阶段成果之一。受

“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
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康熙《祁门县志》卷 1《风俗》。
弘治《徽州府志》卷 1《风俗》、乾隆《绩溪县志》卷 1《方舆志·风俗》。
光绪《婺源县志》卷 3《风俗》。



一

理学最早何时传入徽州，尚不见确切记载。根据徽州文献考索，北宋时当已有徽州学者开始接触理

学。天禧二年( 1018) ，向敏中撰《闵氏尊圣阁记》，文中曰:

歙西地之佳胜者，有岩寺镇; 据镇中之尤胜者，则有尊圣阁，为闵氏贮书处，故名尊圣。岿

然屹立于岩溪，高薄云霄。黄罗、黄山诸峰，如屏如障，如阁如楼，龙马诸形，映带左右。南山紫

极宫对峙。阁旁建石塔一座，以像文笔峰，与东鲁轩、訚訚堂相为特立。乃镇之隐士闵景芬先

生所创，贮书万卷余，日夕与子弟侄辈及从游者讲明奥理，不就征辟，专志于理学。远近学者咸

宗之。阁成二十稔，先生遗世。又十稔，从子惟庆始以其学登第，官拜屯田员外，以清慎见重于

时，实予榜中之翘楚者。虑先生之德弗彰，而向未有记之者，乃请于予。窃谓圣道不传，异端得

肆，邪说得以欺世，理学不明，后进从事辞章以干时，苟趋功利，而于圣贤传道之要，不复有明之

者。汉、唐盛时，表彰者惟仅数人; 迨至五季扰攘之际，干戈糜烂，斯道遂晦。天启我宋，太祖、

太宗皆以天纵之圣，以斯道为己任，作兴人才，五星聚奎，以彰文明之治。化行天下，风俗移易，

诗书礼乐，比隆三代。先生值兹景运，高蹈林泉，以明经为事，建阁贮书，而以尊圣为名，其志可

尚也已。①

这是一篇有关徽州理学史的重要文献。尽管关于闵景芬之行实，包括收录该文的《岩镇志草》在内的徽

州文献未见记载，但从向敏中的《闵氏尊圣阁记》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重要信息，即早在北

宋天禧年之前，徽州已有学者在探究并传播“理学”②。据“远近学者咸宗之”一语推测，徽州当有一批

士子正热衷于此学。其时，北宋理学思潮刚刚兴起，理学体系尚未成形，被后世尊为宋代理学真正奠基

人的周敦颐( 1017—1073) 和张载( 1020—1077) 或刚满周岁，或还未出生，因此闵景芬“专志于理学”，其

实是追踪了北宋理学初起时的学风，讲究“圣贤传道之要”。这条史料的重要之处，在于说明徽州的理

学史，与宋代理学的兴起、发展是同步的。

其实，类此信息在徽州文献中还有透露。笔者注意到在明人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中收录有一篇

《江石室致一传》，文曰:

江致一，字得之，休宁石佛人。少与兄致虚游安定胡公之门。致虚以优校释褐，授太学录，

号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乡举首选，继入太学。靖康中，伏阙上书者六，乞斩京、贯等六奸

臣，复李刚相位。皆如其请，名震中外。寻中兵科优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书下江东，访

求致一。有旨特换文资与正录，力辞不拜。乃归营别墅，学者号石室先生。有集五十卷。三子

裒、衮、褒。衮从学东莱吕公，号南斋，著临淄家传。褒子宋符，乡贡两魁，授本府儒学正。宋符

子应求，魁漕试，授登仕郎，号畏斋。③

传中言及休宁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曾从学于胡安定门下。胡安定即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

( 993—1059) 。胡氏所创的“苏湖教法”主张分科教学，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讲明六经，后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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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
此处“理学”一词，与后世又称“道学”之理学者，其内涵当有所区别。但据向敏中评述闵景芬针对“圣道不传”，

专门“以明经为事”，注重“圣贤传道之要”来看，其学术的出发点与后来以性命义理为主要内容的“理学”是一致的。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77《江石室致一传》，合肥，黄山书社，2005 年版。该传又见道光《徽州府志》卷 11《人

物志·儒林》。《宋元学案》卷 1《安定学案》列江致一为“安定门人”，有小传。



究致用之学，在当时影响广泛①。北宋名臣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称胡瑗:“解经至有要意，

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 信其师说，

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②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称: “这一学风的转变，意味着理学的开

端。”③这种看法在理学史上，可以说是公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就首列“安定学案”和“泰山学

案”，全祖望按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④将胡瑗视为开宋代理

学风气之先的人物。明世宗嘉靖九年( 1531) ，正式以胡瑗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由此可见胡瑗在

宋代理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休宁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早在宋初即拜在胡瑗门下，再次证明徽州理学史

的书写，可以从北宋初年理学思潮甫兴开始。

在北宋年间，类似闵景芬、江氏兄弟接触、研习理学的徽州学者，当不在少数。只是由于文献记载阙

如，具体详情已难考证。不过，可以确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理学思潮初入徽州应该在北宋前期，而不是

习惯认识上的南宋朱熹到徽州之后。我们寻检徽州理学史资料，发现在早期徽州专注义理的学者中，还

有不少人生活在北宋后期或者两宋之交。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朱松、程鼎、滕恺、李缯等。

朱松是朱熹之父，字乔年，婺源人。生于北宋绍圣四年( 1097) ，南宋绍兴十三年( 1143 ) 去世，享年

四十七岁。《宋史》虽无朱松传记，但同时代名相周益公( 必大) 撰有《朱献靖公神道碑》，朱熹在庆元五

年( 1199) 亦亲撰《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叙其一生行

实甚详。关于朱松的学术，朱熹在《行状》中有一段详细叙述:

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

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

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为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

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

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奋折节，益取六经、

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

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议论，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 子庄、剑浦

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

刻励，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

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早夜其间，以自警饬。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

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

流甚远。譬之射焉，失毫厘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常以为:“父子主恩，君臣

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

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

而已哉?”⑤

朱熹在此段文字中，描述了朱松一生的学术轨迹: 先是少年时，为应科举考试，乃“游学校”，专一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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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 25《胡先生墓表》云:“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

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蔡襄:《蔡忠惠公集》卷 33《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第 1 章《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 1《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68《朱熹: 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子文”，此为第一阶段; 告别场屋后，遂“放意为诗文”，学术之路进入第二阶段; 其后又伏读“六经、诸史、

百氏之书”，特别是与剑浦罗从彦( 仲素) 结交，罗氏乃著名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的高足，朱松因

此得闻杨时所传的“河洛学问之要”，并且“拳拳服膺”，成为二程理学的信徒，这是第三阶段。宋代有不

少学者一生的学术之路，也先后走过这三个阶段，而朱松最后的学术归宿，则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据

《宋元学案》记载，罗从彦对朱松的为学、立身十分赞赏，称之“才高而智明，其刚不屈于俗”①。朱松极

为推崇《大学》，认为它是“入道之门，其道以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诚意而已”，人们若

能不断地学仁学义，则“朝发轫乎仁义之途，而夕将入大学之门，以躏中庸之庭也”。他主张尊德敬，贱

功利，严义利之辨，认为“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他还强调君臣之义，认为其“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并指出士人“溺于俗学，不明君臣

之大义，是以处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暗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

恃以为安”，呼吁“奖名节”以弘扬君臣之义②。在学术的最后立足点上，朱松已经俨然是理学一醇儒

矣。所以黄宗羲说:“故朱子之学虽传自延平，而其立朝气概，刚毅绝俗，则依然父之风也。”③将朱熹理

学与朱松联系在了一起。

北宋后期与两宋之交徽州的理学学者朱松而外，还有程鼎。程鼎( 1106—1165 ) ，字复亨，自号韩

溪，朱松内弟，婺源人。朱熹有《环溪翁程君鼎墓表》云:

( 程鼎) 少孤，从先君子学于闽中，因得讲闻。一时儒先长者之余论而心悦之，抄缀诵习，

晨夕不少懈。先君子爱其勤敏，于其归，书六言以赠之，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君拜受其言以

归，益自树立，务记览为词章，思所以大其门户者。然君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饬，好读左氏书，

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以故久不利场屋。家故贫，至君益困，终岁奉亲徙居穷山

中，自号“环溪翁”。山田数十亩，环堵萧然，无以卒岁，而君处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

杯酒间，酒酣讽左氏书，杂以国风雅颂之篇。闻者耸然倾听，俯仰疾徐之间，顿挫抑扬，如有节

奏。至于放臣孤子，怨夫寡妇之词，又未尝不三复感慨而出涕流涟也。庸夫孺子，从傍窃观或

笑侮之，君謷然不以为意，盖其中所抱负有不得骋者，故托以自遣。至他行事，则其不合于理者

固鲜矣。乾道元年五十九，以疾卒。④

朱熹《墓表》描述的程鼎，是一个穷困潦倒、落魄不得志的学者。他的学术，受于朱松。朱松因“爱其勤

敏，于其归，书六言以赠之”。据朱松《送程复亨序》谓，“六言”乃葬吾舅而后加吉服; 葺尔居，以宁尔亲;

非尔父之类者，勿亲也; 广学问以资见闻，宴安鸠毒不可怀也; 勿怀安; 无忘四方之志⑤。此六言，确实是

朱熹讲的“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从《墓表》所述看，程鼎学术尤长于《左传》、《诗经》。只可惜，程鼎

入《左传》太深，所以“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在科场上一败涂地。但这并不影响程鼎在

徽州理学史谱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他本人从学于朱松，在北宋后期及两宋之交的徽州理学学者中是一位

有代表性的人物; 另一方面，其子程洵后来从学于朱熹，是南宋新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新安

学派的学术渊源上来说，程鼎是其中传递的重要一环。

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徽州理学学者还有滕恺。滕恺，字南夫，系徽州婺源人。程曈《新安学系录》卷 3

《滕户曹》称其“受学于尹和靖门人吕公广，同登绍兴五年进士，调信州司户参军，卒。所著有《溪堂集》。

李钟山述其行实，为传。朱子称其笔力奔放，法度严谨。今访求未得，无以考其言行之详。”说明最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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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关于滕恺的学术思想及其行迹之详，已经湮没。宋代婺源人程洵撰有《钟山先生李公缯行

状》，其中部分文字涉及滕恺，该《行状》为我们了解滕氏的学术来路提供了线索:

自朝廷设元祐学术之禁，士非王氏书不读。宣和禁稍弛，而远方人士，狃于所习，未尽变

也。婺源又居重山复岭间，见闻尤狭陋。逮兵兴，四方云扰，贤士大夫多避地其间，于是有吕公

兄弟曰和问、曰广问者，和靖尹先生高第，传伊洛致知笃敬之学。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

多识前言往行，其学出入坡、洛之间。先生与里人滕公恺悉从此三君子游。滕公长先生六岁，

负才气，不肯友不如己者，独器重先生，目为“小友”。尝将闽中所刻东坡先生文章号大全集

者，相与读之，叹其编次无法，真赝相杂，奋然取朱黄尽涂去不类者。滕公见之惊曰:“子后生，

敢尔邪?”他日得苏氏家传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一编书示之曰:“好文而不知道，空

文也。此书吾得之罗公，皆河洛遗言，公戒勿轻示人，吾今日为子发内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

归，口诵心惟，默若有省。间有所疑，又从诸公质之。于是学问日进。①

李缯行状中涉及滕恺的记述，说明滕氏的学术受于尹和靖高足吕和问、吕广问以及乡先贤俞靖。这一

点，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之《和靖学案》也有提及。按照《宋元学案》的说法，“和靖尹肃公于洛学

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②。而俞靖之学，也是“出入坡、洛之间”。因此，从学源来说，滕恺可谓是宋

代理学奠基人二程的嫡传。

与滕恺几乎同时且为知交的李缯，也是两宋之交徽州的知名理学学者。李缯( 1116—1193) ，字参

仲，“世新安婺源儒家也”，学者称钟山先生。其父李镛曾游太学，建炎初累举补官，为南康军建昌尉、饶

州司法参军、太平州军事推官等。据朱熹《跋〈吕仁甫诸公帖〉》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

东南。吕公广问仁父来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问节夫以俱。……于是李氏父子得从之游，而滕户曹恺南

夫亦受其学。观于此卷，可见一时问学源流之盛矣。”③因吕氏兄弟乃“洛学”嫡传尹和靖高足，故二吕所

传皆“伊洛致知笃敬之学”，李缯之学术，可谓“其来有自”。尽管李缯一度曾“出入释老，求之者数年”，

但最终还是“知其说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④，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徒。朱熹有《书李参仲家藏〈二程语

录〉后》，其中言:

程氏书初出时，人以其难得而珍贵之，然未必皆能讲究而践行之也。近时以来，传者浸广，

而后人知其如丝麻榖粟之不可一日无。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则亦鲜矣。因观吕、滕、李三君

子传授旧编及李丈跋语，窃有感焉，谨识于后。⑤

朱熹在文中表彰了李氏等对二程学说“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在朱熹看来，这种发自肺腑的尊崇，才是

至为难得的。李缯一生不事科举，独钟情于问学。其治学，“不务多为训说，独尝著《〈论语〉、〈西铭〉解

义》、《山窗业书》数篇而已”⑥。虽然著述无多，但李缯于义理之学发明不少。特别是提出“致心之道敬

为要”和“持身之道，知耻为要”，于后学者启发颇大。关于“敬”为“致心之道”，李缯说: “敬者，心之闲

辔也。心有不敬焉，则驰矣。敬而不已则明，明则诚。故学者致心之道，敬为要”。他强调，“学者于道，

能致知以玩索之，笃敬以涵养之，久则见面盎背，气象自别，非声音笑貌所能为也。”⑦关于持身之道以

“知耻”为要，李缯也有一番论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勇于弃廉耻，则勇于废礼义。一维苟绝，四维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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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理之相牵联者也。四维张，其心康，其身昌; 四维不张，其心荒，其身灭亡。故学者持身之道，知耻为

要。”①在李缯看来，礼义廉耻“四维”是相互牵联的，若是其中一维灭绝了，则四维皆灭; 而若四维灭绝，

人无颜存活于世。他还就如何“学道”告诫后学者:“道有远近，学无止法。近者道也，远者亦道也。学

者见其近而不见其远，遽止于见，则陋矣。惟于见处，更加功夫，进进不已，自然所造深远，而其成也宏

矣。”②主张“学道”需要“进进不已”，方能“所造深远，而其成也宏矣”。与世儒抵触学文不同的是，李缯

推崇眉山苏氏关于文章的见解:“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于手。辞者，达是而已

矣。”传记记载李缯“雅好文词，既老不衰”，曾说: “文者所以载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而世儒或以文

为不足学，非也。顾其言于道何如耳。”他为文“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要以达意。所欲言者，而词采自

然，如风行水上，如浮云游太空中，姿态横生，可喜可愕。”朱熹也曾推许李缯之文“笔力奔放，而法度谨

严，学者所难及也”③。由于李缯“优游涵养，学益成，行益尊”，所以乡人多“宗慕之”，而大凡有来学者，

李缯亦“随其资诱之，循循不倦”，为理学在徽州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上观之，北宋早期即有徽州学者接触和传播理学，后期还出现了诸多有一定影响的理学学者。他

们的言行，谱写了理学在徽州地域化的序章。

二

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的地域因素。

首先，传统学术的转型，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指出，“唐代文化的繁荣，究其内容，文风特盛，一般知识分子尤为崇尚文学艺术，在声律浮

华之中优游岁月”④。徽州在唐、五代时，风尚开始由此前的“崇武”转变为“重文”，而学者之学风，亦偏

倾在文学艺术。如开徽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先者吴少微( 659—743 ) ，名远，字仲芳，又字仲材，号邃谷。

武则天长安元年( 701) 中进士。宋罗愿《新安志》记载:“( 少微) 长安中累官至晋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

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瘐为宗，气调益弱。独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

变，称为吴富体。”⑤稍后于吴少微的祁门人张志和( 714—774) 和洪族徽州始迁祖洪经纶，是另二位开徽

州学术文化风气之先的人物。前者早年以明经登第，任翰林待召，以诗画扬名天下⑥; 后者为唐玄宗天

宝六年( 747) 进士，曾出为宣歙观察使，“稍暇与士人讲论，为宣歙文学首倡”⑦。其时徽州学者的儒学

成就，并不突出。

入宋之后，徽州学者开始关注儒学。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正面临重要的转型。陈钟凡先生

在《两宋思想述评》中认为，“考宋学勃兴之主因，更以下列四事明之”，即“儒学之革新”、“道家之复

起”、“佛教之调和”、“西教之东渐”。其中关于“儒学之革新”，言“前儒说经，竺守古说，无取新奇，自宋

代斯风丕变。……盖宋人不信传注，进而议及本经也。……庆历以来，学风之变，荒经蔑古，莫兹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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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怀疑之风既著，治学之道日新，诸儒乃能舍训诂而言性与天道，以造成近代之‘新儒学’也。”①也就是

说，宋之前学者治经，多重经注、经解，而宋人则不信传注，主张直接从经文中探求心性义理。传统学术

的这一转型，开启了宋代学术的新学风，也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学界对此现象多持相同

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宋儒治经，大多不拘泥于章句注疏，重在发新见、创新义、立新论，甚至疑经改经，

一扫汉、唐经学末流烦琐、僵固的章句训诂之学的沉闷气氛，蕴成疑古惑经的时代思潮，复活了先秦儒家

的原创精神、理性精神。”②徽州在北宋及两宋之交出现理学思潮，正是基于其时儒学之复兴，尤其是传

统学术的转型。我们注意到，上文提及的朱松“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认

为《大学》是“入道之门，其道以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诚意而已”③; 李缯著《〈论语〉、
〈西铭〉解义》等书，提出了“致心之道敬为要”和“持身之道，知耻为要”等观点④。他们的学术理路不再

是汉儒的章句注疏、字义训诂，而是直探经义、阐发性理，是典型的理学路子。这一现象，正是传统学术

转型之所致。

其次，北宋理学的发展，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提供了支撑。

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潮，滥觞于唐代中叶。韩愈提倡“文以载道”，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推崇

《大学》，著《五原》以排斥佛老，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学。其弟子李翱据《中庸》而著《复性说》，发展了孟

子的“性善”论。韩、李在佛教盛行的氛围中，开创了一代学风。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经学家啖助及其门

人赵匡、陆淳所治的《春秋》学，主张破注从经，以己意说经。这些都为北宋理学的兴起开了先河。按照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看法，北宋理学的发展“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

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⑤就

是说，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开创的以义理说经之风，是后来理学大家们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黄宗

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引黄震的《黄氏日钞》语: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

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⑥宋初

三先生之后，理学大家迭出，先有周敦颐继承韩氏“道统说”，并融会佛道思想，著《太极图》及《通书》40

篇，“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⑦，成为北宋理学的开山祖。稍后，河南二程受业周氏，“扩大其所

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

通，无复余蕴”⑧。关中有张载作《西铭》，极言“理一分殊”之旨; 又有河南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建立了

象数学思想体系。“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⑨，他们著书立说，推动了北宋理学的发展。

徽州在北宋和两宋之交出现理学思潮，与北宋理学的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这种渊源最集中表现

是徽州的理学人物大多与北宋理学先驱或名家有着师承关系。比如休宁人江致一与其兄江致虚曾从学

于胡瑗门下，当时胡氏“以经术教授吴中”，“从之游者常百余人”瑏瑠。史称“东南之人知以经行为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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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为本，实先生始之也”①。婺源人朱松之学术，则出于杨时( 龟山) 。相关传记资料记载，朱松“既又得

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

意”②。而杨时为二程四大弟子之一，被奉为“程氏正宗”。程鼎为朱松内弟，“少孤，从先君子( 朱松) 学

于闽中，因得讲闻”③，也与二程理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李缯、滕恺的学术受于尹和靖高足吕和问、

吕广问，而尹和靖又是程门“守其师说最醇”④的弟子，因此从学源来说，李缯、滕恺是宋代理学奠基人二

程的三传弟子。这一现象表明，正是因北宋理学先驱或名家的嫡传，徽州学者开始致力于性理之学的探

讨，徽州出现了理学思潮。师承关系之外，北宋理学的发展对徽州理学思潮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

徽州的学者还直接继承了北宋理学家的论题和思想成果。如朱松讨论的“致知”、“诚意”、“格物”、“正

心”，李缯阐述的“敬”、“致心之道”、“持身之道”等，为北宋理学大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李缯还著有

《〈西铭〉解义》，梳理和阐释理学大家张载的思想，曾将二程之书“受之以归，口诵心惟，默若有省。……

于是学问日进”⑤。徽州学者对北宋理学大家们思想成果的承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理学思潮的出

现得益于北宋理学的发展。

再次，徽州风尚的转变，为徽州理学思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徽州古属越文化圈，宋以前其风尚一直以“崇武”为基本特征。所谓“锐兵任死，越之常性”⑥，即是

徽州唐宋以前民风与民俗的真实写照。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亦说:“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

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⑦唐、五代时，虽有吴少微、舒雅、张志和等人以“文”著称，而徽州一

地风尚的彻底转变，则在北宋立国之后。正如淳熙《新安志》说:“其( 新安) 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

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⑧

徽州之风尚，在北宋由原先的“崇武”而全面转变为“尚文”，史籍和方志中多有反映。如生活在两宋之

交的洪适( 1117—1184) 在《休宁县建学记》中称: “休宁之人，盖以乡校为先务，早夜弦诵，洋洋秩秩，有

洙泗之风。”⑨北宋时，徽州一府六县先后建有桂枝书院、乐山书院、龙川书院、四友堂等书院，吸引一批

学子从学其中，反映了徽州“尚文”之风的兴盛。乾隆《绩溪县志》谓: “学校者，化民成俗之本也。州县

立学，始自宋之庆历。”瑏瑠揆诸史料记载，徽州府学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 即已重建，祁门县学重建于

端拱元年( 988) ，黟县学也在宋初建立。而婺源县学、休宁县学则初建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书院与府、

县学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徽州崇尚“文雅”风气的盛行。此等风俗，较之唐宋以前的“崇武”

民俗与民风，已是大为不同。

徽州在北宋时的风尚转变，为该地理学思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第一，“尚文”的环境，造就了一批

徽州士人，而这些士人成为理学思潮出现的人才基础。在徽州书院和府、县学中，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传

承儒学文化传统，成为一地学术文化人才。受“尚文”风气影响，北宋徽州“业儒”者众多，如宋初歙县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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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 10《胡瑗》。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68《朱熹: 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87《朱熹: 环溪翁程君鼎墓表》。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 27《和靖学案》。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87《程克庵: 钟山先生李公缯行状》。
《越绝书》第 8 卷《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 18 册《歙风俗礼教考》。
淳熙《新安志》卷 1《风俗》。
康熙《休宁县志》卷 21《艺文纪述》。
乾隆《绩溪县志》卷 3《学校》。



景芬“贮书万卷余，日夕与子弟侄辈及从游者讲明奥理，不就征辟，专志于理学。远近学者咸宗之”①; 婺

源李缯“优游涵养，学益成，行益尊，乡人宗慕之。……有来学者，随其资诱之，循循不倦”②，表明当时徽

州有一批士人倾心于儒学。一种思潮的流行，离不开传播者和从学者。正是基于“尚文”环境下造就的

这些学者，徽州理学思潮得以出现和传播。第二，“尚文”的风气，推动了徽州学者的学术交流，由此引

发了理学思潮在徽州的传播。据相关史料记载，在“尚文”的风气推动下，北宋徽州学者之间的学术交

流频繁。如李缯与滕恺之间，学术交往密切，而二人又与洛学传人吕和问、吕广问以及“里儒”俞靖来往

甚密，传记资料谓其“从此三君子游”。他们所习所传者，“皆伊洛致知笃敬之学”③。由此可见，学术交

流其实是理学思潮传播的重要途径，而这种交流得益于一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与风气。就上述二方面来

看，徽州在北宋风尚的转变，为该地理学思潮的出现和传播准备了条件。

综上所论，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既有中国传统学术转型、北宋理学发展等深刻的学

术背景，也受徽州出现由“崇武”到“尚文”风尚转变的地域因素影响。在徽州理学思潮出现后，呈现了

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以传承“洛学”为主，二是讲学风气盛行，三是徽州境内外交流频繁，四是不

少徽州学者对相关问题有一己之见。虽然在北宋徽州理学思潮中，并未出现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但徽州

该时期理学的发展仍具有特殊的地位，即它为其后该区域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安理

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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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佘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7。
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 87《程克庵: 钟山先生李公缯行状》。


